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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对所提供文献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应不加注释和评论，对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精练陈述，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
摘要：突破目前关于个体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研究中以单一因素为主，且缺乏对企业员工数字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的局限，考虑多因素对结果变量的联合作用，利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优势，揭示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因素及途径。选取53名访谈对象，首先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提炼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关键因素，再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开展影响路径构型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员工数字能力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主要包括个人、组织和技术3个层面，将这三方面因素作为条件变量得到自我驱动型、全面协同型、环境影响型和技术驱动型4种类型的影响路径，其中自我驱动型和全面协同型路径的影响作用要远远大于环境影响型和技术驱动型路径。因此，在提升员工数字能力方面，企业应立足于员工自我驱动或有效发挥个人、组织和技术因素的协调整合作用，同时要结合自身实际对员工队伍、组织和技术因素现状进行客观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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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Digital Ability

Zhou Da1, Li Yanping2
(1. Beij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Center, China Business Executives Academy, Dalian, Beijing 100045,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loud computing, digital technology has experienced exceptionally rapid development, and employee digital abilities have emerged. Revealing the factors and pathways that affect the digital abilities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ffectively cultivating and enhancing their digital abilities, and acceler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gital abilities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include three levels: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Using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three factors are used as conditional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digital abilities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four types of impact paths are analyzed: self driven, comprehensive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technology driven. Therefore, the digital ability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is the result of multiple factors driving together; In terms of improving employee digital abilities, enterprises should focus on employee self motivation or effectively leverage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personal, organizational, and technical factors.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objectively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own employee team, organizational, and technical factor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enterprise, and take targete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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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在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得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进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数字中国的重点任务。企业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单元，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经济发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技术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第一生产力。数字技术在创新性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快推进，使得拥有一批重视数字化、懂得数字化、用好数字化的员工成为企业实现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核心竞争力，将在助推企业转型发展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力量正在不断冲击和颠覆着人们对各行各业从业人员传统素质能力的认知、思维和管理实践，数字化技术在员工与组织之间塑造了一种数字距离[1]，实践界呼吁培养一种员工与数字化技术融合的全新专业技能[2]，需要员工具备更广泛的技术、理性以及信息获取、处理、生产和使用的能力[3]，员工数字能力随之孕育而生，并已日益成为人们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的一项必备基础能力。
当前，国内外学者们对个体数字能力的研究主要限定在数字能力概念和结构维度两个方面。在对数字能力的认识上，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普遍被认可并接受的定义，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从各自视角有不同的表达，如媒体能力、信息素养、信息技术（IT）能力等并且经过了从数字素养到数字能力的概念流变过程[4]【对文献观点表述不准确，表意不明】。欧盟联合研究中心2011年在《映射数字能力：迈向一种概念性理解》的报告中认为，数字能力是在工作、娱乐、交流中批判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力[5]。随后，欧盟[6]在2013年数字能力项目中又对“数字能力”概念进行了补充完善，认为数字能力是自信、批判、创造性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实现工作、学习、休闲、决策或社会参与等相关目标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和集合，并被界定为个体终身学习的八大关键能力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数字能力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安全适当地获得、管理、理解、整合、沟通、评价和创造信息的能力[7]。国内有学者认为数字能力是一种为了工作、休闲和交流，自信和批判地运用信息社会技术的能力[4]。可见，国内外学者们对数字能力的定义一般都包括场景、目的、态度和技能等要素。
在结构维度研究方面，Kirsti聚合了批判性态度、创造性态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文化意识、主动性和自主性、生产力和责任、学习与问题解决能力、交流和合作能力、公民共享和从生活中各方面的数字媒体中得益等要素，构建了数字能力模型[5]；Bawden[8]基于教育领域和学习教学目标提出了包括基础、背景知识、态度与观点、核心能力在内的数字能力四要素模型；Martin[9]等结合人们的需要构建了包括数字能力基础、数字能力应用和数字能力创新3个层级的数字素养等级模型；欧盟在设计数字能力框架时包括了5个领域21种能力和3个能力水平[10] ；刘玉屏等在参考欧洲教师数字能力评价框架和国内学者有关教育领域和高校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指标的基础上，设计了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能力现状调查问卷[11]。
【扎根理论是一套完备的构建理论的方法体系，包括产生研究问题、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理论构建4个主要阶段，分别对应于问题产生、样本选择、调研访谈、数据分析、形成理论（文献回顾对比验证）等工具，只有将工具箱中的工具逐个用到，才能够称为开展了扎根理论研究。其产生研究问题并非基于文献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并非遵循完整的扎根理论研究程序，而仅仅在研究中对数据进行编码是不能被称为扎根理论研究，只宜称为“运用了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进行数据处理”
纵观现有相关研究，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关注到了数字信息技术对人们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及其影响，国内外学者对数字能力的概念、维度框架和职业应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普遍关注了数字能力的结构，但鲜有关注影响数字能力的因素；且大多研究只关注到了教育领域，忽略了从企业视角对个体数字能力的研究，缺乏完整的理论建构。基于此，选择企业员工数字能力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提炼出影响个体数字能力的关键因素，运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揭示关键因素的主要影响路径。研究以期填补数字能力前因变量的研究、丰富数字能力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为企业未来能够更加有的放矢地培育员工数字能力，从而促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方法和样本
1.1   研究方法
【无需科普】扎根理论来源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由Glaser和Strauss共同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作为一种理论建构方法，扎根理论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对资料进行严谨的分析，总结凝练出文献和收集资料的主体范畴，然后清晰的分析文献资料的维度，特别适合于缺乏理论解释或现有理论不能给予充分解释的研究。
定性比较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由查尔斯拉金提出的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的集合论组态分析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小样本案例研究。QCA方法综合并超越了定性与定量两种研究方法的界限，适用于并发、非对称等复杂因果关系形成的问题研究。
综合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和定性比较分析（QCA）的方法研究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因素及路径。具体来说，首先，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通过访谈的形式收集文本数据，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等程序，得到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关键因素；然后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经过对变量赋值、构建真值表等，运用QCA 3.0软件分析得到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主要影响路径。
1.2   研究样本
为了后续研究结果具有针对性，按照扎根理论编码技术的要求，在选取研究样本时重点考虑了典型性、多样化、差异化。在收集数据时，对于访谈对象群体，具体来说，应来自不同性质的企业，且企业应具有互联网、电子制造等数字技术应用的背景，尽量分布在不同的省份，以保证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年龄需大于30岁，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至少具备5年以上工作经历，这样可以确保其能够切实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经历提供有效的信息；其岗位层级应覆盖企业内基层和中高层，这样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视角反馈信息。根据以上要求，共选取了15家国有企业、17家民营企业和3家外资企业的53名人员作为访谈对象，其中中高层管理人员28名、基层员工25名。这些访谈对象分布于北京、广东、湖北、江苏、山西、重庆等省份，年龄普遍在30~45岁之间，男性占比为52.83%、女性占比为47.17%，工作年限在5年~17年，基本满足了典型性、多样化、差异化的要求。
对53名访谈对象中43人的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剩余10人的访谈资料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为了客观反映不同职位层级人员视角的认识，在编码分析过程中，分别从中高级和基层员工中进行随机选择，以确保后续各自有一定的群体样本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
1.3   研究过程
为了能够通过访谈准确收集到研究所需内容以便于后续分析，同时便于接受访谈的人员理解访谈的目的，在编制了初步访谈提纲后，邀请了1名企业首席信息官、1名管理学博士和1名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方向高级经济师职称的人员对访谈提纲的导语和访谈问题等进行了审核调整，并开展了预访谈，以确保后续访谈的有效和顺利进行。最终的访谈提纲包括导语、访谈对象背景信息和对员工数字能力的认识共3个部分。
访谈收集数据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对便于面谈的访谈对象，采取面对面形式获取数据；对因地理位置较远等原因不便于面对面访谈的对象，采取视频或访谈问卷的形式获取数据。在面对面访谈过程中，一是充分考虑减少对访谈对象工作及生活的干扰、减少其疲劳感；二是确保访谈对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表达，因此访谈的时间尽量控制在1 h以内，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形式。在访谈过程中，首先向访谈对象介绍此次访谈目的，对数字工作场景和员工数字能力等进行必要的说明，以便访谈对象准确理解概念并在随后的访谈中能够反馈真实信息；其次，请访谈对象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工作年限、学历、职务层级等信息；第三步，结合访谈对象的工作经历开展深入访谈，访谈问题主要包括“您觉得企业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对员工能力方面是否有新的要求？”“在工作中，您认为员工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能力吗？请给出理由。”“您认为在工作中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员工数字能力？重要性如何？”等。由于访谈对象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在访谈过程中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访谈问题数量进行适当调整，并可对访谈对象提供的部分信息进行再引申，以便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最后，将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汇总，形成用于后续分析的资料。
2   影响因素分析
2.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原始资料进行界定与提炼，从而实现概念化与范畴化的过程[12]。具体而言，通过对访谈数据资料采用双盲编码方式，将访谈资料中意思相近的语句条目合并为一条，从而进一步精简访谈资料。经过分析、整理、合并汇总，最终开放式编码结果如表1所示。
[bookmark: _Toc98586400]表1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及对应范畴
	编码
	对应范畴
	初始概念

	A1
	数字技术特性
	a1可操作性、a6技术复杂度、a10技术推广应用、a14技术更新运用、a18技术含量

	A2
	数字技术保障
	a7智能设备配备、a11数字资源配置整合、a13新技术引进

	A3
	组织支持
	a3领导与同事的支持、a12数字团队建设、a17研发投入、a19技术人员投入、a22数字化工作环境、a23人员培训、a25设置数字化机构

	A4
	组织理念
	a2明确的奖惩体系、a5数字化战略、a9数字化应用紧迫感、a15数字化能力建设、a21数字技术敏锐性、a28对标先进

	A5
	技术采纳
	a8愿意融入数字化环境、a16愿意接受尝试新技术、a20有批判的态度、a27主动运用数字技术、a29利用数字技术解决问题、a30推荐数字技术

	A6
	教育程度
	a4受过高等教育、a24学历高、a26重视教育



2.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通过演绎和归纳，将近似的范畴关联组合在一起的过程，也是发现范畴之间存在联系的过程[13]。经过进一步提炼，得到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3个主范畴，主范畴对应范畴及关系内涵见表2。
[bookmark: _Toc98586401]表2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编码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关系内涵

	B1
	个体因素
	A5技术采纳
	员工技术采纳包括了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员工对数字技术的采纳、适应、接受等行为意向或实际行为以及员工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会影响到员工的数字能力

	
	
	A6教育程度
	

	B2
	组织因素
	A3组织支持
	企业的支持、数字化机构、对数字化转型建设的投入、人才培养、数字化环境氛围的打造等，都为企业内部员工数字能力的形成和提高提供了良好的组织环境

	
	
	A4组织理念
	

	B3
	技术因素
	A1数字技术特性
	数字技术复杂度、企业为员工提供的数字技术设备工具等，都是影响员工数字能力形成和运用的重要环境技术因素

	
	
	A2数字技术保障
	



主范畴个体因素对应范畴反映的是员工个体受教育程度、对数字技术的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将对员工数字能力产生影响。在原始访谈资料中的典型语句为：“有些上年纪的老员工，他们就不打算用这些新技术，也不想学习，就像等着退休了。还有一些员工的原有学历和专业能力低一些，在运用新技术上要多花费一点时间。”
主范畴组织因素对应范畴反映的是在组织层面对员工数字能力的影响因素。在原始访谈资料中的典型语句为：“在组织层面上，领导者首先要有数字战略意识；其次企业需要设计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并逐渐打造和固化以利他共赢为核心的组织文化；而从人才的层面来说，企业需要在领导者、团队和人才3个方面打造数字化的能力。领导自己形成好的数字能力可以起到带头和榜样的作用，从而使员工更严格的要求自己，在工作中更加严谨。企业还要对员工进行规范化的培训，逐步提高员工的数字能力，并有明确的奖励制度作为支撑。”
主范畴技术因素对应范畴反映的是组织为员工提供的技术设备以及技术复杂度等会影响到员工的数字能力。在原始访谈资料中的典型语句为：“新的技术革命颠覆了很多企业传统的经营领域，让更多的企业进行跨界经营，这也会给员工工作带来新的有难度的挑战，但是同时也可以促进员工进行持续的学习，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企业还要重视企业业务的数字化及信息化，紧跟技术变化，使员工有一个良好的平台。”
2.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通过整合与凝练创建出一条明确的故事线，并在此基础上以关系结构的形式将行为或现象构建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的过程[14]。经过分析可以将研究的核心问题范畴化为“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影响因素”。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是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3个因素，其中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处于组织层面，个人因素处于个体层面，从而构建出一个作用模型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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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员工数字能力影响因素作用模型
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从获取到的所有数据资料中经过分析归纳，已经无法再提取出新的现象和概念范畴时即视为理论饱和，可以停止数据资料收集[15]。经过分析，从预留的10名访谈对象的资料中未能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理论饱和度得以验证。
2.5   模型阐释
从个体因素看，员工个人对数字技术的采纳愿望和采纳行为是影响员工数字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个体的意愿是预测行为方向的重要基础，数字技术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集合性，其对员工能力会从以下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是数字技术采纳改变了员工技能的构成，使不同技能水平的员工发生结构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改变并拉大高低技能员工之间的能力差距；二是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广泛的包容和嵌入性，采纳数字技术的员工将进一步嵌入到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通过与其他嵌入数字技术的组织和个体互动而吸收知识，实现彼此之间的资源补偿，以更好地提升并影响自身能力水平。在对教师网络学习采纳行为与教学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教师在网络学习平台上的采纳行为可以正向影响其教学能力的提升[16]。
从组织因素看，可以归纳为组织支持和组织理念。在数字时代，企业要适应并促进自身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核心的高层支持以及同事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企业领导对内外部数字环境的敏锐性和适应能力将会为企业员工带来示范效应，并在企业层面形成崇尚数字化的文化氛围。在企业中，领导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常常是员工在工作场所中最直接的榜样，会对员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员工会在组织情境和互动过程中模仿领导的行为表现。因此，领导态度和氛围是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因素。数字时代，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具有较强的动态性和不可预见性，需要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组织战略规划以适应环境变化的影响。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是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中，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个体发展。因此，企业应对复杂性的数字环境而采取的内部组织环境的改变会影响员工数字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企业环境等因素的变化，需要企业员工的理解和支持，这就需要企业采取培训的方式让员工从思想和能力上适应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同时培训也可以提高员工在数字环境下适应新技能、新岗位的能力从而缓解替代效应[17]。对人才培养的投资是比物质资本投资更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是提升和影响员工技能的重要途径。
从技术因素看，技术因素作为组织层面的另一个影响因素，其技术特性和技术资源供应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带来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对大量纷繁复杂的数据信息需要通过数据集成分析实现企业内部的决策、工艺流程再造和个性化生产等，实现以上这些目标就必须依靠数字化的工具体系。企业依靠员工运用数字化的工具、技术等发挥平台的集成运算和分析效用，释放云计算平台的巨大能力，辅助企业管理者作出合理的决策。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具有努力获取、保持、培育和保护其所珍视的资源的倾向，而且资源会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并随时间动态变化。能力作为重要的个体特征资源，企业员工一方面会利用自身的数字能力资源来应对技术环境，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技术环境下数字设备的使用等更新提升自己的数字能力资源，以便做好资源储备来应对未来新的数字技术环境。
3   影响路径分析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因素既包括个体因素也包括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因此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路径无法从单一层面来解释。而组态构型恰恰可以很好地从整体性上来给予解释。为此，基于组态思维和理论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员工数字能力受到个体、组织和技术因素的共同影响。
假设2：个体、组织和技术因素对企业员工数字能力有多条的影响路径。
3.1   变量赋值与校准
通过扎根理论的数据编码提取到技术采纳、教育程度、组织支持、组织理念、技术特性和技术保障作为解释变量，企业员工数字能力作为结果变量。对变量校准需要赋值设置锚点，锚点的设定应尽可能基于理论与经验知识，以使校准后的隶属度与大众对该变量的心理感知相一致[18]。由于访谈对象及其所在企业所处地域不同，各解释变量尚没有普遍被认可的评判条件，缺乏统一的标准[19]【此处引用了文献19什么？！】，因此，参考李燕萍等[19]的做法，根据访谈对象在访谈过程中基于所在企业实际情况和真实感受的判定，采用完全不隶属、偏不隶属、偏隶属和完全隶属的四分值法对各解释变量进行赋值；对结果变量企业员工数字能力，根据工作中是否具备及实际运用程度可进行三分值法进行赋值。具体赋值标准如表3所示。
[bookmark: _Toc98586411]表3   变量赋值标准
	分类
	因 素
	赋值标准

	解释变量
	技术采纳（JC）
	当解释变量各因素对员工数字能力没有影响或影响程度极低时，赋值为0；当影响程度较低时，赋值为0.33；当有一定的影响时，赋值为0.67；当影响程度较高时，赋值为1.00。

	
	教育程度（JY）
	

	
	组织支持（ZZ）
	

	
	组织理念（ZL）
	

	
	技术特性（JT）
	

	
	技术保障（JB）
	

	结
变量
	员工数字能力（DA）
	员工具备数字能力或提高明显，能够完全胜任数字场景下的工作任务时，赋值为1.0；当员工具备一定数字能力或提升空间，可以部分胜任数字场景下工作任务时，赋值为0.5；员工不具备数字能力，无法胜任数字场景下的工作任务时，赋值为0。



3.2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根据QCA方法的要求，为了确保所有的解释变量均为引起结果变量的原因，要对变量进行必要性检验，以判断单个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必要性关系，通过一致性（consistency）来判断。一般认为一致性大于0.9时，该解释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当结果变量发生时一定存在该解释变量。运用fsQCA3.0软件对单个解释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必要或充分性条件进行分析。为了确保稳健性，同时对单个解释变量缺失时（变量前带有~）对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6项单一解释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在0.278~0.872之间，均低于0.9，表明各单一解释变量不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即单一解释变量无法解释结果变量，即假设1得到了验证。分析结果也进一步说明了在企业实际工作过程中，影响员工数字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多个因素协调联动才有可能影响到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形成和提升。
3.3   组态分析
经过单因素必要性分析检验后发现，单一的解释变量无法解释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结果变量，需要对多个解释变量的组合进行分析，即组态分析。组态分析用于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致结果产生的充分性分析。按照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步骤，对真值表通过fsQCA3.0软件的Standard Analyses工具进行标准分析后，可以得到简约解（parsimonious solution）、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和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根据里豪斯等[20]的著作，简约解是借助于逻辑余项导出的最小公式，但他们并没有对逻辑余项的合理性作出任何评估；复杂解是没有借助任何逻辑余项导出的最小公式；中间解介于复杂解和简约解之间，是借助于研究者的理论与实质性知识一致的逻辑余项而导出的最小公式。相比于复杂解和简约解，中间解相对更能说明问题，因此采用中间解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使用大圆“●”表示核心条件存在，使用小圆“●”表示辅助条件存在，使用“⊗”表示条件缺失，空白处表示该条件是否存在均对结果无影响。。
[bookmark: _Toc98586415]表4   企业员工数字能力主要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组态结果

	
	1
	2
	3
	4
	5
	6

	技术采纳（JC）
	[bookmark: _Hlk94805374]●
	●
	●
	●
	
	⊗

	教育程度（JY）
	●
	
	
	●
	●
	⊗

	组织支持（ZZ）
	
	●
	⊗
	●
	●
	⊗

	组织理念（ZL）
	[bookmark: _Hlk94805810]•
	
	●
	●
	●
	⊗

	技术特性（JT）
	•
	●
	•
	
	●
	⊗

	技术保障（JB）
	
	●
	⊗
	●
	●
	●

	raw coverage
	0.747
	0.697
	0.194
	0.675
	0.675
	0.066

	unique coverage
	0.059
	0.032
	0.005
	0.009
	0.009
	0.013

	consistency
	0.891
	0.870
	0.955
	0.902
	0.892
	0.935

	solution coverage
	0.815

	solution consistency
	0.852



组态分析结果显示，条件变量组合共形成6条影响路径，其一致性均大于0.8，说明所有项都是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形成的充分条件；整体一致性为0.852，进一步说明了6条影响路径为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形成的充分条件；解的整体覆盖率为0.815，表明在案例中近82%解释了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形成的原因。结合分析结果，将上述6条路经归为以下4种类型：
（1）自我驱动型路径。包括组态1（JC*JY*ZL*JT）。自我驱动型路径的一致性为0.891，覆盖率为0.747。该路径的核心条件是技术采纳和教育程度，涵盖了个体全部条件；辅助条件是组织理念和技术特性，包括了一部分的组织和技术因素。表明只要员工具有较高的技术采纳愿望、愿意实施采纳行为、接受较高的教育程度，借助企业具有一定的数字化战略理念并确保技术上的先进性，哪怕企业在组织支持和技术设备保障上不是很完美，也会借助自身良好的人力资本储备和外部因素来影响自身数字能力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自我驱动。受到该路径影响的企业员工表现为整体素质都较高，具备良好的技术采纳意愿并实施采纳行为，表明企业具有较好的员工队伍，将有利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改革发展，一般表现为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型等企业，正在启动或已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
（2）全面协同型路径。包括组态2（JC*ZZ*JT*JB）、组态4（JC*JY*ZZ*ZL*JB）和组态5（JY*ZZ*ZL*JT*JB）。该3条路径均涵盖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组态2表明个人愿意接受技术应用，企业对数字技术应用给予支持、愿意加大研发费用并对员工进行培训，而且企业数字技术能力和平台设备比较精良，那么无论员工是否具有较高的学历，企业都可以通过培养、提供先进技术设备等措施，不间断地促进员工形成并提升数字能力。组态4表明无论数字技术的应用是否复杂，只要员工个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愿意接受技术应用，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为员工配备先进的数字技术设备，那么员工会在现实工作中通过运用数字技术设备来促进自身数字能力的养成，这也符合“7-2-1”学习法则，即人的学习和能力提升70%来自工作实践和经验。组态5表明无论个人是否具有技术采纳愿望和行为，只要个人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组织和技术条件同时具备，在这样的外部环境综合作用下也会促进员工数字能力的形成。究其原因在于，员工个人具备较高的教育程度，一般来说较高的教育程度可以反映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员工会基于外部环境作用和个人良好的学习能力来促进自身数字能力的养成和提升。因此，这3条路径表明个体因素、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需要全面协同发挥作用来影响员工数字能力的形成。受到该路径影响的企业对外表现为综合能力比较强，体现在具有员工整体队伍素质较高，有良好的企业内部软硬件环境并且重视数字化技术应用，一般表现为互联网行业内的领军型企业。
（3）环境影响型路径。包括组态3（JC*~ZZ*ZL*JT*~JB）。该路径表明员工个人愿意接受数字技术并应用，企业具备运用数字化技术的理念和战略愿景、采用一定的数字技术并结合经营管理需要进行信息技术系统的研发，但更多地表现为“口号喊得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支持，且数字信息技术等也仅仅能满足日常工作。在这种组合条件下，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正向影响企业员工的数字能力，但在整体上的影响效果有限。分析结果表明这一路径仅能解释19%的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形成的案例，这类企业一般表现为传统型的企业，在思想意识上已开始重视推进企业数字化，但整体上动力还不足。
（4）技术驱动型路径。包括组态6（~JC*~JY*~ZZ*~ZL*~JT*JB）。该路径表明只要企业为员工工作提供了数字技术设备平台保障，即使缺乏员工个人和组织方面的因素条件，单纯依靠技术保障和驱动也会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形成，但这种影响过程可能是漫长的。这种条件组合在现实中较少，分析结果也表明仅能解释7%左右的案例，单纯依靠技术保障驱动型的企业一般表现为服务业中的灵活性小微型企业或服务型企业所属地级市以下的分支机构。
综上所述，基于影响员工数字能力形成的前因条件，经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共形成了6条影响路径，即假设2得到了验证。虽然企业员工的数字能力形成受到多因素影响，但在不同条件组态下的因素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在6条影响路径中，组态1、组态2、组态4和组态5的覆盖率都在60%以上，表明这4个组态各自可以解释超过60%的案例，可归纳为自我驱动型和全面协同型路径；而其他两条路径的覆盖率低于20%，虽然环境影响型和技术驱动型可以影响企业员工的数字能力，但作用将远远弱于前者。因此，一方面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要努力促进本企业员工提升数字能力，应首要立足于员工自我驱动或有效发挥个人、组织和技术因素的协调整合作用；另一方面，企业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客观地对自己的员工队伍、组织和技术因素现状进行分析评价，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以有效促进员工数字能力的形成，从而为企业更好地适应时代变化发展要求奠定人员能力基础。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第一，发现了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其中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属于组织层次变量，个人因素属于个人层次变量。个人因素包括个人对数字技术的采纳愿望和采纳行为；组织因素包括组织支持和组织理念；技术因素包括技术特性和技术保障。
第二，揭示了影响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路径包括自我驱动型、全面协同型、环境影响型和技术驱动型4种类型。自我驱动型主要表现为企业有一定的数字技术基础，员工具有较高的整体素质、良好的技术采纳意愿并实施采纳行为；全面协同型主要表现为企业对外综合能力比较强，员工整体队伍素质较高，有良好的企业内部软硬件环境并且重视数字化技术应用；环境影响型主要表现为传统型企业在思想意识上开始重视数字化，但整体上动力还不足；技术驱动型主要单纯依靠企业自身较好的技术设备能力，一般表现为服务业中的灵活性小微型企业或服务型企业所属地级市以下的分支机构。其中，自我驱动型和全面协同型两条路径对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影响作用要远远大于环境影响型和技术驱动型。这进一步表明在管理实践中，企业员工数字能力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4.2   意义与启示【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4.2.1   理论意义
当个体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系统当中，基于能力与环境压力，会受到外部环境多因素的影响而作出相应的能力调整。数字能力作为数字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一种新兴能力，目前国内外对其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已有相关研究普遍关注单因素并采用回归分析等方法开展研究，忽略了多因素对结果变量的联合作用，而且涉及企业员工数字能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是匮乏。而本研究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优势，利用组态分析复杂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准确揭示了企业员工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复杂因果关系，为未来进一步深化数字能力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参考。
4.2.2   管理启示
首先，企业要坚定不移地增强数字化转型意识，补齐技术短板，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加速创新，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需要关注宏观背景下的技术成熟度、自身所处行业数字技术应用情况，尽早转变思想认识，增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积极转变过往的传统经营管理模式。企业管理层应树立清晰的数字战略目标，制订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培育各级管理人员应用数字技术的意识，主动进行组织变革，对内部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员工更快、更有效率地实现技能转变[21]；鼓励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各个环节融入数字技术，着力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水平，为员工工作提供完备的数字技术装备以适应数字化转型需要，从而为培养员工数字能力提供良好的组织支持和设备能力。
其次，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制订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员工数字能力。虽然数字技术塑造了企业新的控制、协调和合作模式，但其在员工管理中是否发挥积极影响作用尚未得到广泛的验证[1]，因此企业单纯依靠数字技术来提升员工的数字能力的做法是相对片面的。如本研究所述，影响员工数字能力有多条路径，技术驱动型路径仅覆盖了调研中6%的案例，虽然案例的覆盖面对结论有一定的影响，但也从侧面可以说明单纯依靠数字技术来提升员工数字能力的影响相对偏弱。因此，企业应充分对自身的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水平、员工队伍素质、员工数字技术采纳等因素进行全面衡量，结合不同的情况分门别类制订有针对性的举措，才能在影响员工数字能力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研究在以下方面还存在不足及需要完善之处：首先，样本数量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深度还比较有限；其次，缺乏员工数字能力影响因素的跨层次分析研究，而影响员工数字能力的因素分布在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组织层面因素的影响可能与个人层面因素的影响不同，未来可以通过跨层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不同层面因素对员工数字能力的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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